
如何以更深入的問題意識整合

不斷趨於「碎化」的城市史研究，使

之避免淪為區域社會文化史的註

腳，是當下城市史研究面臨的瓶頸

之一。北京因被西方學者視為最具

中國特色的城市，開始在晚近的城

市史研究中重新被「發現」。華盛頓

大學董玥教授2003年在加州大學出

版社出版的《民國北京：城市與歷

史》（Republican Beijing: The City and

Its Histories，以下簡稱《民國北京》，

引用只註頁碼）值得關注，該書是學

術界第一本有關民國時期北京的通

史1。作者敏銳地捕捉到近三十年

來北京的城市轉型對居民日常生活

的影響，進而質疑這種以打造現代

化國際大都市為目標的城市轉型，

是否以犧牲居民所習慣的生活方式

為代價，以及居民的利益是否得到

了應有的維護。帶Å現實關懷，作

者回溯歷史，通過考察民國時期北

京城市變遷過程中的居民日常生

活，重新審視「傳統」向「現代」的變

遷過程，並試圖提煉出涵括民國時

期北京城市風貌的典型特徵。

如作者所言，該書希望通過探

究北京居民身處政治、社會與文化

一部日常生活視角下的民國
北京城市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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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視角下 143
的民國北京

轉型時期採取的應對方式，揭示物

質生活與文化認同之間的動態關

係，將民國北京的歷史從線性史觀

中解放出來（〈前言〉，頁12）。筆者

擬從該書的研究主題、論述框架、

研究路徑與資料運用等方面展開

述評。

一　研究主題：「回收」
與「懷舊」　　

美國社會史和文化史泰斗伯克

（Peter Burke）在有關早期歐洲民間

文化的研究中通過考察平民、貴

族、僧侶等階層共同參與狂歡的嘉

年華會，指出歐洲的民間文化並不

僅局限於下層人民，上層貴族也積

極參與其中2。其研究告訴我們，

不同階層在文化、社會身份等方面

的邊界並非涇渭分明，而是相互之

間存在Å滲透與影響。董玥在《民國

北京》中關於天橋的分析與伯克有

異曲同工之妙。1920至1930年代，

北京居民最熱衷的日常活動之一便

是「逛天橋」，天橋吸引人之處在於

冒險的交易活動與個體化的娛樂表

演。散落在城市各個角落的二手物

品被收集起來，在天橋重新加工並

交易；而天橋的攤主則以欺詐顧客

著稱，買賣雙方必須保持高度的精

明和警惕才能從對方身上獲取最大

利益。這樣的購物因討價還價的存

在而變得有趣和刺激，逛天橋成為

一種逃離乏味的家庭日常生活的刺

激和冒險（頁183）。

在天橋這個空間§，一個人的

社會地位並不能保證其獲得誠信交

易，每個人都有可能被欺騙。這種

交易行為模糊了既定的社會身份與

董玥筆下的天橋處於

北京的生產體系與消

費場所兩者的交叉點，

並以其混亂和無序散

發出獨特的魅力，通

過上至昂貴奢侈品下

至破爛條紋布的「回

收」過程，將按等級

與身份相區分的城市

居民融為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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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因被西方學者視為最具中國特色的城市，開始在晚近的城市史研究中重新被「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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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書評 階層，而其交易活動體現的實質也

同國家層面的宣傳教化相衝突。如

果說現代公民責任是宣導個人對國

家的絕對服從以及整齊劃一的社會

秩序，那麼天橋上呈現的行為規範

則恰恰相反：它需要自私自利，以

及時時刻刻警惕他人有可能給自己

帶來的利益侵害（頁192）。可見，

天橋與嘉年華會都是一個有別於秩

序化與規範化的日常生活的異度空

間。在這個空間§，社會秩序與行

為規範被暫時顛覆，狂歡與越界成

為默許。董玥筆下的天橋處於北京

的生產體系與消費場所兩者的交叉

點，並以其混亂和無序散發出獨特

的魅力，通過上至昂貴奢侈品下至

破爛條紋布的「回收」過程，將按等

級與身份相區分的城市居民融為一

體。

葛兆光在論及傳統與現代之間

的關係時指出，傳統並不是一個

「歷史」，而是一個「現實」，它只是

被後來人的語言、願望、觀念加上

現實的需要，在歷史中間尋找資

源，一點一點建構起來的東西3。

在董玥看來，天橋上的「回收」過程

不僅展示出城市居民個體的生活經

驗，並且創造了民國北京城市文化

的核心特徵。民國時期北京城經歷

的戰亂與長期貧困迫使居民只關注

眼前最根本的生存利益需要，在這

個意義上，他們沒有拋棄過去，而

是將過去當作一種可供利用的資源

（頁307）。在董玥的筆下，「回收」

概念並非指簡單回到過去，而是對

過去的重新利用並創造新價值。

「傳統」作為殘破的碎片存在於民國

北京居民每天的日常生活中，「現

代」作為一個遙不可及的模糊方案

尚未到來，而「回收」作為傳統與現

代之間的過渡狀態，模糊了二者的

邊界，存在於當下。

與以往中國城市史研究通常將

北京與上海互為參照進行比較不

同，董玥將民國時期的北京與十九

世紀的巴黎相比較。在作者看來，

北京居民日常生活中的「回收」過程

與其「懷舊」的城市記憶息息相關。

十八、十九世紀的巴黎處在工業化

進程之中，尚未完全現代化。然

而，大多數巴黎居民認為他們已經

遠離過去，身處現代化的世界，並

為之歡欣鼓舞。而民國北京的城市

居民則始終徘徊在從傳統到現代的

過渡狀態中，他們一面用懷舊的方

式將被現代化進程擊碎的傳統殘片

滲透在日常生活中，一面為這些殘

留終將被未來的時代發展抹平而惴

惴不安。「懷舊」代表Å一種價值

論，其親和性在於懷舊主體對某種

情調、感受、氛圍和價值觀的認

同。人們習慣於在日常經驗的層面

上懷舊，注重那些觸發我們懷舊情

思的生活細節4。北京的老派學者

與普通居民聚焦於被民族國家與新

知識份子摒棄的北京歷史，他們在

日常生活中的「回收」體驗代表了中

國現代性的精髓（頁303）。

二　論述框架：北京的城
　　市轉型、生活經驗與
　　城市記憶

《民國北京》全書共有八章，分

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第一至三章

北京居民日常生活中

的「回收」過程與其

「懷舊」的城市記憶息

息相關。他們始終徘

徊在從傳統到現代的

過渡狀態中，用懷舊

的方式將被現代化進

程擊碎的傳統殘片滲

透在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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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民國時期政府如何基於不同的

理念改造北京的城市空間，進而在

日常生活層面考察這種改造引發的

民眾對於國家權威的抵觸以及二者

之間的互動較量；第二部分第四至

六章考察民國北京的生產體系與消

費場所的變化，進而聚焦天橋，探

究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經驗；第三

部分第七至九章考察民國時期北京

的社會學家、地方知識份子與新知

識份子三個群體在日常生活層面關

於北京的城市記憶。

作者在第一部分指出，民國時

期北京的城市轉型以1928年為界，

經歷了兩個階段。民初，北京開始

採取向現代文明城市轉變的市政管

理與空間規劃的新舉措，與帝都時

代劃清界限。政府不斷通過拓寬道

路、開闢公園、廣場等方式增加城

市的公共空間，將民眾置於政府的

監視之下，規範居民在公共空間的

行為舉止，以提高民眾素質水平，

與現代文明市民相匹配。1928年後

的北京則重新建構城市的過去，並

將其服從於構建現代民族國家歷史

的需要。國民政府用「發現傳統」的

方式讓北京成為民族國家的「文化

中心」象徵（頁101）。

然而，政府對城市空間的改造

措施並非一帆風順，有些博弈註定

以一方的失敗收場。政府的許多方

案舉措遭到有固定謀生方式的居民

的強烈抵制。在政府與居民的博弈

中，資訊不對等限制了居民博弈的

能力，城市轉型是以侵害市民與商

人等的利益為代價；也有一些博弈

以政府與民眾雙方的妥協告終。民

國以降，政府給北京城的大小胡同

加以命名，目的在於確定在地圖上

可以識別的方位。但政府無法控制

居民對他們自己的胡同名稱的偏

愛，許多居民在日常生活中仍堅持

使用原來的胡同名稱（頁75）。此外，

民眾也用消極的方式對待政府對特

定城市空間的形塑。1928年後執政

的國民政府通過建造革命紀念碑這

一儀式化的公共空間，形塑自身政

權合法性與正當性的歷史象徵，但

北京的革命紀念碑向來為本地居民

與外地遊客所忽略，它們也很少在

關於北京的文學作品中被提及。

作者在第二部分指出，民國北

京存在現代全球工業經濟體系和前

工業化的手工業與二手商品交易兩

種經濟體系。現代全球工業經濟體

系僅僅將北京看作商品市場，並未

給予其生產性發展提供幫助；手工

業與二手商品交易體系服務於北京

人口大多數，在形塑民國北京的經

濟生活及城市的文化認同方面起到

了關鍵作用（頁106）。1927年南京

國民政府成立後，北方銀行紛紛將

其總部及大量資金移往南方，北京

未能健全完善的現代工業經濟體

系，失去了作為東北、華北及蒙古

地區三者之間貿易集散地的位置，

經濟情況整體惡化，但手工業卻得

到空前發展。

隨Å生產結構的變化，北京城

的消費場所也開始變得立體而多

元。由新型專賣店、商場等組成的

王府井與西單開始取代前門與大柵

欄，成為北京新式消費場所的象

徵。這些新式消費場所把顧客的價

值建立在他們的購買力上，讓顧客

相信社會地位可以由其參與現代消

隨Í生產結構的變化，

新式消費場所把顧客

的價值建立在他們的

購買力上，傳統意義

上的廟會、集市、二

手市場則日益延伸到

城市的各個角落和縫

隙之中，轉向服務於

大多數中下層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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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書評 費的能力表現出來。至於那些傳統

意義上的廟會、集市、二手市場此

時則日益延伸到城市的各個角落和

縫隙之中，轉向服務於大多數中下

層居民，滿足大量窮人的需要。

此外，現代娛樂業的投資者與

傳統個人技藝表演者也在天橋展開

競爭。新型投資者在天橋周邊建立

了新世界百貨和城南公園。傳統的

職業表演者則以設定准入門檻、控

制成員的職業資格等方式建立並維

持自身的組織。儘管這些現代娛樂

業最初引起了北京市民的興趣，但

卻未能維持下去，原因在於它們所

定位的消費者群體事實上並不存

在。北京的大多數居民每天工作時

間長，幾乎沒有閒暇的時間與經濟

能力頻繁光顧新式娛樂活動。

作者在第三部分指出，1920至

1930年代，社會學家把北京看作

「貧窮」、「賣淫」與「犯罪」的象徵

（頁214）。一部分人把「貧窮」看作

北京最重要的問題，並將其產生

的原因歸咎於窮人懶散、不具備

工作技能等道德缺陷與社會體制

問題；另一部分人則認為北京現

代工業的缺失使其未能為居民提

供充分的就業機會。儘管觀點有

所不同，但他們一致認為北京城的

整體社會環境必須得到改變。他們

宣導一個由強有力的政府執行的整

體解決方案，希望國家能夠變得更

有效率，更為強大。但他們無法為

「社會」提供一個準確的定義，他們

希望看到的理想政府與社會的模

式在中國並不存在，而所做的調

查和解讀也與中國社會實際有相

當的距離。

在此期間，在北京各教育機構

任職或就讀的來自南方的知識份子

成為北京的新知識份子。從民初至

1920年代中期，他們多以西方城市

為樣板，以外來者的身份和批判的

眼光參與北京的新都市建設。但從

1924至1935年，這些新知識份子已

經開始逐漸適應這個城市，建立了

自己的社交網絡和生活習慣，與北

京的聯繫加深。1930年代日益密布

的戰爭陰霾激發的民族主義思潮使

這些新知識份子致力於將中國傳統

文化發揚光大，他們開始放下先前

對北京本土文化抱持的學者式的疏

離感與批判態度，轉向認同北京所

代表的「文化」象徵。

而董作斌、陳宗藩等北京本土

知識份子則沉溺於帝都時代的風土

文化中，堅持在日常生活中尋找碎

化的傳統記憶。他們不僅重印了一

大批明清時期以北京為題材的文學

文本，還創作了大量有關北京記憶

的文學作品。這些作品對象徵昔日

生活場景的胡同、院落等給予了極

大關注。他們認為這些記錄一方面

能夠喚起親身經歷者的親密體驗，

另一方面也有助於保存傳統。傳統

帝國作為一個整體雖然已經不復存

在，但並未消逝，而是以殘片的形

式四散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及至

1930年代在外敵威脅下，新知識份

子與生於斯長於斯的北京老派學者

合流，均從文化層面認同北京。國

民政府「發現傳統」的計劃體現出中

國民族主義的兩難困境——民族文

化的認同需要及與其劃清界限的必

須，也因外敵入侵而得以改變（頁

96）。當老北京作為一個文化實體

作者一方面深入北京

普通居民日常生活的

各個角落；另一方面

又將地方政府、新老

知識份子納入研究範

圍，展示出知識份

子、個體攤販、雜耍

藝人等三教九流共同

生活其中的城市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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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日漸消亡和碎化的同時，關於

北京的記憶卻愈來愈明晰，愈來愈

堅固。

可以看出，作者一方面秉承了

新文化史「眼光向下」的視角，深入

以往未曾受到關注的民國北京普通

居民日常生活的各個角落；另一方

面又將地方政府、新老知識份子

納入研究範圍，進而通過多種研究

方法對豐富、動態的「回收」圖景作

多維闡釋並加以貫穿，為我們展示

出知識份子、個體攤販、雜耍藝人

等三教九流共同生活其中的城市

圖景。

三　研究路徑與資料運用

1960年代以來的美國史學界發

生了一種「人類學轉向」，推動史學

走向人類學式的歷史學。這種人類

學取向不僅推動了新�事史的發

展，也促使歷史學更關注人類學層

面的文化事務5。董玥在《民國北

京》中不僅大量運用人類學的白描

式論述方法以再現民國北京的生活

場景，並且從蕭鳳霞、閻雲翔等人

類學家的研究中吸取了核心觀點。

儘管研究對象各異，但董玥與蕭、

閻等人都致力於通過考察生活中的

各種儀式化行為，揭示其背後的文

化涵義與權力關係，並在其研究中

都引入了「回收」概念，將其視作人

們在生活中根據當下需要採取各種

應對行為，在無意中整合傳統與現

代鴻溝的生存策略6。

董玥在認同「回收」概念的基礎

上增添了歷史解釋，認為「回收」有

其獨特的發展過程。通過「回收」方

式整合到當下的「傳統」，早先是被

同樣的「回收」方式整合了更早的

「傳統」的「當下」（頁12）。如城市文

化史研究者連玲玲所言，董玥此書

最大的貢獻是從日常生活的細節

中提煉出概念性原則來重新思考

中國近代史的重大問題7。「回收」

概念的提出使得將城市視作一個整

體加以考察成為可能（頁306）。儘

管作者對這一概念的定義及論述

多少顯得模糊、寬泛、缺乏周延，

但它為我們提供了民國北京城市

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對待過去與

現在的複雜面相，並且使我們管窺

到長期被遮蔽的普通民眾的生活

面貌8。

連玲玲指出9：

中國學者對日常生活的關注仍然以

現代化為論述中心，目的在於尋找

「現代化」的可能，而非挑戰「現代

化」的史學典範⋯⋯而海外中國日

常生活史研究多半從二十世紀日常

生活的圖像尋找未受帝國主義影

響、或即使受西方文化的環伺亦堅

持傳統的部分。

同盧漢超、王笛等學者一樣，董玥

也旨在探究現代化變遷過程中的傳

統部分，並且將目光轉向普通民

眾。然而，董玥並未全部聚焦於民

眾，而是試圖通過將他們與新老知

識份子的日常生活和城市記憶綜合

呈現出來，進而提煉出民國北京城

市文化的共性特徵，揭示出相較於

以往賦予現代化以正面色彩的線性

歷史觀較少提及的，從傳統向現代

董玥旨在探究現代化

變遷過程中的傳統部

分，然而並未將目光

全部聚焦於民眾，她

試圖通過綜合呈現民

眾與新老知識份子的

日常生活和城市記

憶，進而提煉出民國

北京城市文化的共性

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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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書評 轉型過程中的其他面相。「北京經

驗」所體現的現代性的獨特面相，一

方面是作為現代化進程中短暫的一

個回潮而形成的。在此期間，北京

並非是現代化進程反向運動的產

物，而只是被置於現代化進程中的

次級秩序（相比國民政府致力於打

造更為現代化的南京與上海）。另一

方面，「北京經驗」的產生也緣於北

京失去了國都地位並面臨Å戰爭陰

霾的特定歷史條件。在「文化古城」

安逸閒適的生活背後，時時透露出

「危城」所帶來的沉重與動蕩的時代

陰影。如魏定熙（Timothy B. Weston）

所言，《民國北京》揭示出現代性是

一種建立在以地方史及社會經濟狀

況為依託的多樣化表述方案bk。

該書在資料運用上也值得一

提。在研究地方史時，一般有四類

資料可以利用，即官方文本、大眾

傳媒、調查統計以及私人記錄bl。

《民國北京》所用的史料主要有北京

市檔案館館藏市政報告、社會局調

查報告及北京地方文獻、民國北京

的主要報刊雜誌、市政當局刊印的

各種旅遊指南，以及文人知識份子

關於北京的回憶文章等。作者運用

資料也有所側重。在論述北京城市

轉型、生產體系與消費場所的變化

時，大量引用北京市政檔案史料，

並輔以《北京電車公司檔案史料》、

《北平市工商業概況》、《北平娼妓

調查》、《天橋商場》等資料彙編，

以及《市政評論》等1920、30年代的

期刊雜誌；在論述北京居民的日常

生活體驗與城市記憶時，除了運用

《天橋史話》、《北平史志稿》、《北京

歷史人口地理》等地方文史資料

外，主要依靠知識份子有關的文章

與回憶錄及《西北風》等期刊雜誌上

的相關文章，體現出作者對史料擷

取和運用的綜合把握能力。

四　幾點商榷

作為一部開拓性的學術著作，

《民國北京》也有值得商榷之處。首

先，關於民國北京城市空間轉型的

分析中看不到地方精英的身影，作

者似乎把國家政權與北京地方精英

視為一體。由此作者的結論是：城

市居民沒有建立任何形式的社會組

織以凝聚他們的利益訴求，博弈發

生在國家與孤立的個人或小社區之

間；北京城正在通過有軌電車、報

紙、新開闢的公共空間等方式變得

一體化，但居民卻被相互隔絕（頁76-

77）。然而，事實上1920年代弱勢獨

裁的中央政權及其有限的社會控制

為地方精英提供了相當的生存空

間，當長江中下游的地方精英階層

在北伐波及下受到普遍衝擊時，華

北的地方精英階層仍然保持Å相對

穩定性。

美國學者史謙德（David Strand）

對民國時期北京人力車工人的研究

認為，1920年代北京的地方精英扮

演Å政治調適者的角色，當其自身

利益與民眾利益相一致時，他們能

夠以民眾代言人的身份與上層權

威斡旋，而當民眾威脅到他們的

利益時，他們也能夠對其採取壓

制態度bm。無論是杜贊奇（Prasenjit

Duara）、羅威廉（William T. Rowe）

等海外學者抑或王先明、魏光奇等

關於民國北京城市空

間轉型的分析中看不

到地方精英的身影，

作者似乎把國家政權

與北京地方精英視為

一體。事實上1920年

代弱勢獨裁的中央政

權及其有限的社會控

制為地方精英提供了

相當的生存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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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視角下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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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學者對近代中國地方精英的考

察均表明，地方精英不僅在晚清與

民國時期積極參與地方社會的公共

事務，且有Å強烈的參政意識與獨

特的政治訴求bn。因此，儘管董玥

注意到史謙德的已有研究並認為自

己所關注的對象與之不同（頁8），

但北京地方精英作為一個群體不能

被忽視。由此帶來的問題是，如何

認識民國北京的地方精英？民國時

期的北京地方精英是否曾經作為一

種具有自身獨特利益訴求的社會階

層而呈現？

其次，董玥在書中通過天橋呈

現民國北京居民的日常生活經驗，

但必須看到，天橋本身是以非日常

性的特徵存在的，民國北京的普通

居民並不會將天橋看作其日常生活

中「回收」策略運用的主要空間。當

下層民眾將散落在胡同、街道等各

個角落的挑擔叫賣者及二手集市作

為日常生活主要光顧的對象及場所

時，上層居民則選擇商場、百貨大

樓等新式消費場所。天橋，更主要

是一個不同社會階層打發閒暇時光

的娛樂場所。那麼，這個以非日常

性為主要特徵的天橋呈現出的「回

收」策略，如何得以代表民國北京

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經驗？在這一

點上，或許可以說，天橋只是呈現

出民國北京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經驗

的一個面相。

再次，董玥筆下的天橋似乎是

一個旨在消弭社會階層分化的象

徵，不同社會階層通過在天橋的個

人體驗，局部地顛覆了現存的社會

等級與身份差異。然而必須看到，

相比於1920年代時局動蕩引發各社

會階層間的非正常流動，1930年代

的中國社會開始逐漸秩序化、分層

化與穩定化。這種階層分化同樣可

以在天橋這個特定空間體現出來。

天橋這種二手商品的加工與交易集

散地在許多城市中都存在。中下層

居民在這§購買從富人家庭流出的

二手物品、衣帽服飾，追隨Å由富

人引領的消費風潮。對中下層百姓

而言，天橋是吃穿住用等日常生計

的源頭；而文人知識份子則在天橋

管窺百態世相。倘若作者引入消費

文化與身份認同等理論，進一步考

察不同社會階層前往天橋的頻次、

關於天橋的論述及其在天橋的消費

方式，揭示民國北京的「消費品味」

如何被建構出來，或許可以更精彩

地呈現出民國北京的文化風貌與社

會分層的深層面相。

當1930年代的民族危機日益籠

罩北京時，天橋逐漸成為一個具有

政治色彩的公共空間。激進的學生

群體走出校門，在天橋、前門等鬧

市區發表演講，抗議政府的不作

為，動員民眾。政府則在相關地點

布置軍警，力圖扼殺勃勃興起的遊

行運動。通過分析學生、市民、軍

警等不同勢力在天橋的衝突角力，

展現天橋從平民市場轉變為政治性

公共空間的過程，有利於從微觀層

面考察1930年代政治對社會生活的

滲透。

儘管董玥從細微瑣碎的日常生

活論述中提煉出「回收」這一概念，

並將其上升至民國北京的城市文化

特徵，但無法避免經驗描述與理論

概括之間的悖論。城市文化的特性

歸根結底在於地方性，但過於貼近

以非日常性為主要特

徵的天橋呈現出的

「回收」策略，如何得

以代表民國北京城市

居民的日常生活經

驗？或許可以說，天

橋只是呈現出民國北

京城市居民日常生活

經驗的一個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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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書評 經驗的書寫，對於沒有同樣經驗的

人便會產生理解上的困難bo。因此，

將一種基於地方性的經驗描述概括

為具有普遍意義的特徵時，如何化

解特殊性與普遍性之間的矛盾，是

研究者需要面對的首要問題。毋庸

置疑，民國時期北京具有獨特的城

市文化風格，但類似在天橋上從事

的以二手物品加工與交易為主要內

容的「回收」過程又是否民國北京的

獨特現象？倘或是，又該如何解讀

與之類似的民國時期上海城隍廟及

南市的二手商品交易市場？倘或不

是，又何以論證該現象為民國北京

獨特的城市文化特徵，並如作者所

言，將其與「懷舊」相聯繫，進而提

升為中國現代性的精髓（頁303）？

此外，作者在論及北京老派學者日

常生活中的懷舊時，已經將其與巴

黎作了對比，而在結論部分又將此

論述加以重複，難免給人以贅述之

嫌（頁265）。

作為一部城市史研究專著，

《民國北京》以城市公共空間為場

域，考察民眾與政權之間的互動互

滲如何圍繞Å具體的空間展開，是

目前史學界在空間政治方面的主要

研究方法。空間政治研究打破馬克

思主義將衝突放置在特定生產關係

與生產力塑造的社會階級結構內的

窠臼，透過微觀世界展示的互動博

弈，賦予研究對象以歷史主體性。

然而，儘管該研究路徑以精細的層

層剝析呈現歷史細節的多樣性，但

卻難以提煉出對處於支配地位的社

會結構論具有顛覆性的理論回應，

從而只能作為社會結構論與階級分

析論的局部修正，並面臨自身問題

意識的窄化與模糊化趨勢。空間政

治研究的根本，在於把握不同社會

階層發生在特定空間§的互動衝突

背後所隱藏的權力關係。要拓寬從

空間政治視角切入的城市史研究，

還需深入考察各階層博弈策略的文

化意涵與儀式象徵，將形塑特定社

會風貌及城市特徵的文化因素考慮

在內。

綜上，儘管《民國北京》仍然有

值得商榷及深入探究之處，但作者

在書中嫻熟運用政治史、文化史等

多種研究方法，用日常生活視角加

以結合，並提煉出「回收」與「懷舊」

兩個關聯主題駕馭全書，是該書

最主要的特色。美國地理學者哈維

（David Harvey）認為，儘管資本主

義全球流動加速了空間障礙的消

解，一方面使得地方感逐漸消失且

與歷史脫節，但另一方面也造成許

多地方同時進入競爭，愈有特色

的地方就愈具備吸引全球性資本

的競爭力bp。王德威也指出：比起

上海，北京因為缺乏可以借鏡的現

成理論模式，所凸現的現代性經

驗反而更為複雜；如果說上海的

現代意義來自於其無中生有的都

會奇觀，以及近代西方文明交錯

的影響，北京的現代意義則來自

於它所積澱、並列的歷史想像與律

動bq。相較於伴隨全球化進程而來

的以普世文明為其城市象徵的上

海，民國北京正是以其地方性而受

到青睞。如何能夠不隨時代發展的

浪潮之波肆意逐流，構建一種以

人為本、屬於城市自身的生活方

式，或許是讀罷此書令人掩卷遐思

的問題。

城市文化的特性歸根

結底在於地方性，將

一種基於地方性的經

驗描述概括為具有普

遍意義的特徵時，如

何化解特殊性與普遍

性之間的矛盾，是研

究者需要面對的首要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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